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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域文化与核心—外围模型参数结合的探索

周尚意，洪睿哲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北京 100875）

摘要：不少学者探究文化研究与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关系，但是关于地域文化如何影响

空间集聚的讨论还不够深入。本文选择克鲁格曼的核心—外围模型（CP模型），采用经济学常

规的模型逻辑演绎方法，辅助文献论据，探讨地域文化如何与该模型结合，从而参与解释产业

集聚的过程。主要结论为：① 地域文化不但可以影响CP模型中的τ，也可以影响μ和ρ。文化地

理学者只有开展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才能将地域文化转变为CP模型中的参数，从而理解文

化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② 根据CP模型的(i, j)地点，提出了适用于CP模型的地域文化单

元。在无法将地域文化定量为绝对值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以相对值来定量化，从而支撑聚集趋

势分析，但不能支撑集聚准确强度的分析。③ 地域文化研究与CP模型的关联无法揭示区域不

均衡发展关系的本质，亦不能唤起人们对文化霸权、拜物教、异化的警觉。因此文化地理学在

与经济地理学结合的同时，还有自己独立的学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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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地理学研究需要与经济地理学研究开展交叉。目前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出现越分
越细的趋势，这是学科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特征。但是从地理学的学科特点上看，发
展统一地理学是一个终极目标[1]。许多学者指出要解决地理学的重大问题必须走统一地理
学之路 [2-3]。文化地理学经历了近 100 年的发展，从传统文化地理学迈向了新文化地理
学，其研究重点从关注土地利用的景观扩展到景观或地方意义的形成机制。这条发展脉
络与人们对土地利用的价值观密切相关[4]。因此，文化地理学具备与经济地理学交叉的知
识内核。

文化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交叉点之一是为经济地理学模型参数提供文化地理解释。
从时间维度上看，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切通过社会行动或日常生活实践建构的
意义、情感、认同、价值、意识形态与话语等所组成[5]；从空间维度上看，文化在不同区
域是不一样的，因此文化可以作为一个变量。有学者指出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就
是将文化从“常量”变为“变量”[6]，但尚未提出具体成为变量的模型形式。核心—外围
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又译为中心—边缘模型，简称CP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的
模型之一，它解释了产业、市场、人口集聚的原因，要素集聚的地方就为核心，而其他
地方就是外围。该模型有假设条件，因此在用它解释真实世界时，人们需要根据现实与
假设的差异来修正要素聚集的结果。早在2000年Amin等就指出经济地理学的前景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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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认为经济地理学的问题是过于停留在抽象模型上[7]。还有学者指出，以往经济地理
学的模型分析忽视了社会因素（含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等对空间经济发展的影响[8-9]。事
实并不尽然，经济地理学界一直以来也关注文化要素[10]，这种关注来自于经济学的“文
化转向”和“制度转向”。在广义的文化经济学研究中，文化被视作内生变量[11]。文化既
可以表达为函数目标值[12]，还可以表达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个人努力程度、社会基
本道德和服从程度等，这些都会影响经济发展的绩效[13]。研究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的学
者将这些文化归为非正规制度[14]。城市地理学界也一直关注文化要素[15-16]，但是尚未将文
化与经济地理模型结合起来。文化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交叉一方面形成文化经济地理
学[17]，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文化研究、文化地理学的发展。前一类的研究将文化作为资
源，研究何地有何种类型资源可以发展何种文化经济[18-19]；后一类的研究侧重分析经济如
何改变地方文化，这类研究的案例更为丰富[18]。本文选择CP模型，分析如何将地域文化
因素与CP模型结合，从而推进文化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更深入地交叉。

本文以关于劳动力向中心迁移的动力系列研究，展现关于劳动力迁移动力机制的研
究是如何从非文化因素转到文化因素的 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从CP模型中的名义工
资、实际工资差异分析劳动力迁移动机。如Lange等指出人口迁移的动机是隐性的，因
为用名义工资率、实际工资差异都不能准确刻画人口迁移规模[20]。第二个层次，从广义
隐性工资差异分析劳动力迁移的动机。如Accetturo力图发掘影响人们迁移的隐性因素，
用区域公共事业水平来刻画工资效用，并指出只要一个地区的公共事业水平高于另一地
区，就会吸引劳动力迁移到此[21]。Correia-da-Silva等扩展了Accetturo的研究，指出人口
向中心迁移取决于中心的工资效用水平，而非实际工资水平[22]，显然除了公共事业水平
外，还有其他的隐性因素。第三个层次，从民族文化差异、种族隔离政策等方面考虑劳
动力迁移动机。这意味着尽管公共事业水平等客观条件是固定的，但是其对不同文化的
群体的工资效用水平也不一样。如Mudiriza等研究发现南非的国土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
来，种族隔离时黑人被强行安置的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工资差距的空间不平等依然存
在[23]。基本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代表的力量尚且无法完全解释这种差异。Mudiriza等将
当前地区属于过去的种族隔离区域的面积份额、与种族隔离地区的邻接关系等作为虚拟
变量纳入对工资差异的解释中，并测量了工人种族属性对工资差异的影响，提升了对工
资差异的解释力。此外，作者发现种族隔离政策被取缔后，原种族隔离地区依然有较大
的人口密度，多数黑人工人并未流动到工资较高的城市地区，其中文化因素起到重要作
用 [23]。再如有研究认为，有些地区人们的非金融就业承诺 （Nonfinancial Employment
Commitment, NFEC）较高，这些地区人们的工作绩效、组织参与度、出勤率都相对高[24]，
这与CP模型中的μ有关。Sharabi等用经典的“彩票问题”调查了上千样本，询问每个人
中了彩票大奖后是否还会继续工作，发现两个文化要素影响到NFEC：一是阿拉伯穆斯
林（尤其是女性）的NFEC更高；二是受教育水平越高，则NFEC越高[25]。上述研究序列
说明CP模型的深入研究已经进入到了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阶段。

2 核心—外围模型及其假设

2.1 核心—外围模型
核心—外围模型（CP模型）由Krugman在“报酬递增与经济地理学”一文中正式提

出 [26]。该模型解决的问题是在两个具有完全相同外部条件的地点(i, j)，在存在报酬递
增、人口流动和运输成本交互作用的情况下，制造业为何会在一个地点集中，而不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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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点集中。以往经济学家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技术溢出等概念解释空间集聚的
视角，Krugman认为这些都是导致报酬递增的原因，并将这些原因凝练为多样性偏好。
CP模型的基础之一是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新经济地理学作为规模报酬革命的第
四次浪潮登上舞台。主流经济学过去一直忽视地理分布[27]，因为缺少将空间因素模型化
的方法[28]。1989年Fujita引入投标租金函数的分析工具来分析空间均衡，解释了土地利用
和城市规模[29]。1991年Krugman引入边际收益递增、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
路径依赖等概念，建立多个模型，解释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城市经济规模[30]，成
功地用模型解释了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现象[31-32]，后续深入研究更接近现实的模型也离不开
CP模型这一最基本的框架[33-34]。CP模型的基本模型是以下4个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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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为 i点的总收入或总支出，即制造业收入/产出加上农业收入/产出；μ为消费者支
出中用于制造业产品的份额；λi为 i点制造业劳动力占 i和 j全部制造业劳动力的份额；ϕi

为 i点农业劳动力的份额；σ表示任意两种制造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σ=1/(1-ρ)，0 <

ρ < 1）；ρ为消费者对制造业产品多样性的偏好，当ρ逼近1时，表示差异化产品几乎是完
全替代的；Gi是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指数，是购买一单位制造业产品组合的最小成本；τ为
两地点之间的运输成本，其含义是考虑运输成本的情况下，要使得有1单位产品运送到
目的地，则在生产地必须装运τ单位的该产品。在 CP 模型中假设农产品的运输成本为
零；ωi为制造业部门劳动力的名义工资，定义农业部门的名义工资ωA = 1，ωi演化为对农
业名义工资的比例；Wi为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成比例。

公式（1）为地点 i总收入方程，消费者将总收入在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之间进行分
配；公式（2）为地点 i价格指数方程，是表示消费者消费的制造业产品的指数，价格指
数和数量组合相乘就等于支出，是购买一单位制造业产品组合的最小成本。公式（3）为
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名义工资方程。需要明确的是，从部门来看，原假设中的农业可以看
作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运作的产业，而制造业则是垄断的竞争性产业。公式（4）为实际工
资方程，由名义工资除以生活费用指数得到，由于各地农产品价格均为单位价格，通过
比较实际工资差额能够判断劳动力是否流动。
2.2 核心—外围模型的假设

Fujita等在《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 [27]中指出，CP模型的基本前提
是：存在垄断竞争市场（D-S模型） [35]、货物运输成本（与Samuelson冰山成本计算思路
一致） [36]。农产品是无差异的、其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市场；制造业产品与农
产品相比，正好相反。基本假设条件如下：

（1）劳动力数量：在 i和 j两地点构成的整体中，农业劳动力总数量为 LA ，制造业劳

动力总数量为 LM 。适当地选择单位，可以使得 LM = μ， LA = 1 - μ。
（2）运输成本：1单位的制造业产品从地点 i运往地点 j，只有 1/τij 可以运抵目的地，

农产品的运输是无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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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资：农产品的运输不需要运输成本且生产收益不变，所以两地点的农民的工
资率相同，以该工资率为计量单位，即 ωA

i = 1。

一些研究将CP模型的假设进行了细化整理。如颜银根将CP模型的假设细化为14个
要点[37]，认为CP模型假设的经济体内劳动力的构成和投入意味着劳动力是充分就业的，
劳动力在产业间不能流动，并且没有中间品的投入；关于运输成本的假设除了表明地区
间运输成本存在冰山运输成本以外，还说明不存在额外的市场进入成本；对于经济体中
两区域初始状态对称性的假设意味着，两地区初始要素禀赋相同、生产技术相同，不存
在区域政策，并且地区间贸易自由度对称；对于消费者效用函数的构造则意味着假设消
费者将所有收入用于购买制造业产品和农产品的组合，没有储蓄、借贷等行为，且所有
消费者具有一致性，不存在消费的异质性、居住地偏好的异质性，厂商也不会区分消费
者从而不存在价格歧视。

当CP模型的基本假设放宽时，核心—外围格局形式会发生何种变化是新经济地理学
在发展过程中讨论的重点之一。针对本文重点关注的3个参数（μ, ρ, τ），已有研究分析
了放宽或改变相关假设后，对原有CP模型推测趋势的修正。针对μ，CP模型假设只有农
业和制造业部门，而曾道智等则将旅游业部门纳入拓展模型中，用以研究旅游业部门和
制造业部门的关系，可能的结果是如果一地发现了优质的、高等级的、分散的旅游资
源，就会减弱生产要素的集中[38]。针对ρ，CP模型假设个体具有同质性，而事实上消费
者的偏好是具有异质性的。如Guiso等认为文化偏见导致了国家间信任差异，一个国家
倾向与信任的国家开展经济往来。而文化偏见受语言、法律、宗教、种族等根深蒂固的
先验倾向影响[39]。此外，Guiso还指出文化可以影响经济偏好（生育率、劳动参与度偏
好、储蓄率等），即影响上述假设中关于劳动力结构的假设。如宗教偏好与节俭的品质间
存在联系，一些宗教教徒比非宗教教徒有着更高的重视节俭教育的可能性，这一文化变
量可以解释各国国民储蓄率的差异[12]。而储蓄率的差异则改变了CP模型中关于消费者收
入分配的假设。Weber早在1904年就用新教伦理来解释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兴起，原因就
在于新教倡导的反对过度消费，这使得赚钱节蓄的文化对资本积累产生了影响 [40]。
Murata考虑了概率迁移理论，纳入了影响消费者迁移的非市场因素，认为不同消费者具
有不同的居住地点品味，当运输成本下降时产生不同的均衡点，如当消费品味差异处于
中等水平时，区域格局会从分散走向聚集，再走向分散[41]。针对τ，现实世界的农业部门
一定存在运输成本，Fujita发现了制造业部门的分布可能会出现“钟形曲线”（Bell-shape
Curve）的过程，即分散—集聚—分散的均衡过程[36]。
2.3 对核心—外围模型的肯定和批评

学界对CP模型的肯定有3条：① 指出两个区域之间没有要素禀赋差异，只要初始规
模有差异，就会有贸易流；② 通过严格的数学模型，将空间要素融入到了主流经济学分
析之中；③ 巧妙地将“冰山成本”和垄断竞争模型融合起来，使得D-S模型中的不变替
代弹性假设得到满足，从而简化了模型。对CP模型的批判主要是其前提假设偏离了真实
的现实情况。首先，Krugman构建CP模型的假设之一是两地区的完全均质，这一假设忽
略了地表多样性带来的区域差异，以及不同地区初始地理条件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可能
会导致集中程度不同[42]。其次，现实情况比两个地区、两个部门的分析复杂得多[43-44]。持
这种观点的学者还有Martin，他认为Krugman等学者构建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并没有纳
入充分、足够的地理特征，忽视了地理学所关注的“真实的地方”，因此所揭示的集聚机
制与传统研究并没有太大区别[8]。Ottaviano指出CP模型缺少对于微观异质性的关注，微
观异质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关键特征将是未来需要探讨的有趣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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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45]。从Krugman的著述可以看到，不做将现实世界的数据带入模型的实证研究[8]。新经
济地理学的研究中通常以非常简单的方式处理地理要素，因此这样的假设使得研究人员
在面对异质性地理环境开展实证工作时，很难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联系起来[46]。

本文针对学者们对CP模型抽象、简化特点的批判，力争通过加入地域文化因素，使
模型更接近现实。Martin认为需要说服新经济地理学的学者，空间不均质性和特殊性具
有相当的重要性，在研究经济的空间格局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制度不应当被当作不重要
的背景因素，而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9]。Boddy也认为Krugman忽视了社会文化实践在内
的社会制度外部性的作用[47]。CP模型可能模糊了一些导致集聚的关键性因素，例如知识
溢出的纯外部性，它很可能是大多数集聚现象背后的决定性力量。Pinch等分析了英格兰
南部牛津郡的“赛车谷”，认为英国赛车公司和赛车赛事集聚的原因之一是技术和文化的
外溢 [48]。有学者认为，在创新活动的场所中，技术知识溢出的影响在空间上是不均匀
的，这显然不能用像CP模型这样简练的数学模型来表达[49]。技术文化的外溢在某些情况
下，就相当于提高了CP模型中的μ。技术文化输出的越多，非农的产业也越多，这就相
当于μ的占比增大了。正是这个案例的启发让笔者做本文的探索。

因此，本文探讨地域文化与CP模型的结合具有推进意义，一是在原模型既定假设的
基础上，地域文化可以参与解释模型具体参数的形成机制和估计，从而有助于CP模型与
现实世界更好的结合，同时也有助于文化地理学研究进一步理解自身在经济行为和经济
活动分析中的定位；二是将文化参数融合到原来的参数之中，既不破坏模型原来的清爽
风格，也扩大了模型因果分析维度。

3 CP模型参数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本文选择CP模型中的3个参数，讨论地域文化与它
们的关系。图 1展示的是 3个参数对应的地域单元。制
造业产品支出份额/制造业劳动力占比（μ）和人们的多
样性偏好（ρ）对应由 i和 j组成的地域。运输成本τ对应 i
和 j两点之间制造业产品运输成本，图 1中只标出了从 i
到 j 点的运输成本。CP 模型不考虑多点的情况。按照
Krugman的定义，地域文化要素可以加到运输成本中，
如果 j点的文化抵制 i点的产品，那么就将 j点的文化计
入到从 i到 j的τ中。
3.1 制造业产品支出份额/制造业劳动力占比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在CP模型中，制造业产品支出份额/制造业劳动力占比（μ）既体现人们的消费结
构，也体现人们的劳动支出结构。μ越高，表明人们更多地消费制造业产品，更多地从事
非农劳动。当每个地方制造业和农业的比例、产品结构与其他地方都一样的时候，就不
存在经济活动的集中，只要有差别，人们就向制造业比例高的地方移动。CP模型解释了
劳动力的集聚过程，而地域文化可以从影响劳动力的职业选择的角度深入解释劳动力的
移动。例如，有学者将CP模型改造为自由企业家模型（FE模型）讨论高级专业人力资
本的集聚与地区专业化的关系[50]，实际上是修改了CP模型均质地表的假设，地域劳动力
质量的不同会影响集聚。再如有学者研究发现华裔美国学生和中国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受
到父母的影响的程度要高于美国白人学生[51]；19世纪纽约市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群体的
职业构成存在差异[52]。但这些研究是针对一个城市内部人口的差异，而CP模型需要了解

图1 3个参数对应的地域单元
Fig. 1 Regional units corresponding to the

three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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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地域内的劳动力职业结构。有学者调查了中国1752名新生代农民工，发现他们的职

业偏好从以制造业比例居第一位，转变为城市服务业为第一位[53]，样本中44.7%的人愿意

从事白领职业，如公务员、教师、律师、会计等。当前中国许多城市制造业企业“用工

荒”也印证了这种职业偏好的转向。虽然这个研究与μ没有关系，但是可以间接影响μ，

制造业的衰落会对中国城市集聚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当μ从CP模型假设中的常数变为非

常数，可以利用模型推导，预测出对应地区制造业的集中和分散的变化趋势。

文化地理学者不但可以调查不同地域人们在制造业行业的支出意愿，还可以调查不

同地区人们制造业产品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一个地区人们消费制造业产品的比例越

高，地域内部的“核心”越具有集中动力。然而也有一些地域文化的发展趋势是提升人

们对农产品的消费比例的，尤其是非工厂化生产的农产品的消费比例。有机农产品的消

费就是其中一种。有学者调查了乌克兰人对有机农产品的消费趋势，由于有机农业的单

位土地产出低，因此随着有机农产品消费量的增大，有机农业的种植面积也会不断扩

大，2017年有机冬小麦种植企业数量比2012年的企业数量增加了8.1%[54]。当地区总收入

不变的情况下，因为偏向消费高价格的有机农产品，势必就会减少对非农产品的消费，

从而抑制了区域内的集聚。但是对于乌克兰而言，农产品商品市场对全球开放，也许是

境外的有机农产品消费文化扩大了乌克兰有机农产品的生产，未必影响乌克兰的城市集

聚。未来研究地域消费文化时，应该关注地域对外联系程度。

一些研究案例将文化与CP模型中μ直接和间接联系在一起，如Oyama等指出劳动力

可以选择打工，还可以选择创业并生产新品种的商品。劳动力创业精神强，核心地区在

初级阶段集聚力就越强。在市场拥挤效应占主导的阶段，核心地区劳动力成为企业家的

动机削弱，一些外围劳动力则选择成为企业家[55]。Ghiglino等认为“与邻居相互攀比”的

文化心理动机，会导致不同类型（技术熟练与非技术熟练）劳动力的特定迁移决策，从

而影响城市之间的劳动力空间分布。假设两城市的贸易成本适中，当相对较小的收入份

额用于差异化商品的消费时（μ较小时），如果工人按类型被隔离，炫耀性消费往往会产

生分散的中型城市；当不同类型的工人按照完整网络的情况进行社会互动时，炫耀性消

费有助于培育社会一体化的特大都市。因此，规划者可以通过给定确切的福利函数来选

择最优的城市结构类型。但是其中对于文化的关注仍然不够充分，对于劳动力类型的划

分还可以借助文化要素[56]。

3.2 多样性偏好系数、产品替代系数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在CP模型中，多样性偏好系数（ρ）越高，表明一个地域内人们对消费产品的多样

性要求越高，σ是作为消费品的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它与ρ成正比。Krugman假设所有消

费者的多样性偏好相同。当σ的取值较小时，意味着商品之间的差异性越大，不可替代性

越强。反之，ρ或σ越大（近似种类越多，可替代性越大），价格指数G就可能越小，带给

消费者福利越大。如果不检查文化底蕴中的消费者品味和偏好，就无法对集聚进行理论

化[57]。如果某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偏好比较低，或者对多样性的定义不同，那么人们就不

容易往核心流动。以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易地搬迁为例，“十三五”期间该县易地扶贫

搬迁约4万人。该县是中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人口约占全县总人口71%。易地搬

迁点的人口均比原来山村的人口多很多，商业和公共服务的多样性也大，看上去多样性

强了，可以成为一个“核心”，但是侗族搬迁户与其他民族同居一个搬迁地，彼此语言交

流困难，生活习俗也有差异[58]。许多山里的人不认为搬迁点的多样性符合他们对多样性

的理解，故而不愿意搬迁。因此调查人群对多样性的理解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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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理学者可以调查世界不同地区人们的文化偏好。例如Fehr等建议调查世界不
同地区人们的行为，从而获得一系列多样性的数值[59]。同时，Falk等在76个国家对8万
名受访者进行了偏好调查，并绘制了6幅文化偏好世界地图[60]。此研究尚未将这些偏好与
CP模型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他们关注的偏好是信任、耐心、冒险性、积极和消极互
惠、利他性等，这些还不是CP模型定义的多样性。但是这些偏好可以通过某种形式转化
为ρ，如利他性可以理解为人们都愿意积极地给他人提供满足多样性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再如，冒险性可以理解为人们在提供满足多样性需求时的创新动力。各区域的文化偏好
虽然不能定量为绝对值，但是各个区域的文化偏好可以做相对排序，这样就可以比较出
由于文化偏好而带来的区域集聚差异。

许多研究案例将文化与CP模型中ρ间接或直接联系在一起。如Masson等运用CP模
型分析了西班牙巴塞罗那和法国佩皮尼昂2个城市的吸引游客能力的差异，前者拥有的
历史建筑遗产和文化旅游资源远比佩皮尼昂丰富[61]，两地之间高铁的建设进一步加强了
巴塞罗那的文化旅游竞争力。虽然没有直接说明城市旅游资源丰富可以转化为CP模型中
的哪个参数，但是本质上是将文化转变为多样性参数ρ。因此，两个地点间不同文化特征
也可以解释两个地点异质性的非市场属性。Tabuchi等研究人们迁移行为差异对CP模型
分析结果的影响，将模型进行了改进，依据离散选择理论确定个体差别，用一个参数表
达工人选择居住在 j的概率，进而修改了个体效用函数。结果显示如果 i地提供的消费品
组合给个体带来的效用，无法抵消他对 j地的依恋，那么该个体就不会向 i地流动。这能
够解释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欧盟和日本内部，传统移民流停止和高技术工人流动性
增加[62]。此外，文化还可以刻画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异质性。Nocco假设可流动的技术熟练
的工人具有更高的现代商品的消费以及种类多样性的偏好，可被归类为“创意阶层”。当
熟练工人对现代商品及其消费具有更强烈的偏好时，当本地公司的数量增加时，本地和
外国公司对商品的定价可能会增加，因此当贸易成本高时，该偏好会加强集聚，相反，
当经济一体化程度更高时，它有助于分散[63]。将文化定量化且融入到CP模型的参数的研
究远不够充分。以Tabuchi等的研究为例，劳动者的异质性是随机的，而劳动者的差异可
能受到地域文化的明显约束，文化地理学可以做出的贡献就是刻画地域文化的异质性。
3.3 运输成本 τ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在CP模型中，τ是体现要素流动成本的参数。τ体现了要素流动过程中的冰山运输成
本，即要使得 1 单位的商品被运到消费地，需要从生产地运输大于 1 单位的商品。
Krugman对于运输成本的定义来源于Samuelson的冰山成本理论，认为冰山运输成本衡量
的不仅包括实际支付的运费，还包括其他方面的支出 [64]。一地的单位产品运输到另一
地，其运输成本是单位产品离岸价乘以一个系数，这个系数与距离、运输难度密切相关[65]。
地域文化可以改变运输成本τ，如果一个地域文化抵制某种产品，那么商品进入该地的难
度就增加，τ就可以用非农产品入境所交的高额关税或滞销的成本等来度量。有了τ的社
会文化解释，CP模型起码承认了社会文化在全球是不一样的。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区
域文化差异对τ的影响。Gibson-Graham 提出“各种各样的经济”（Diverse Economies），
用这个概念说明受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会出现各种类型的经济体[66]。后续Hall等指
出由于各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自由主义经济的程度不同，因此世界上有“多样化的
资本主义”（Varieties of Capitalism），他们更为强调制度差异对τ的影响[67]。

文化地理学者可以通过实地调查或文献梳理提供地域消费文化的案例。本文在3.2部
分已经讨论了消费文化，但是在这部分所讨论的地域消费文化是指地域内 i点或 j点的消
费文化。如2012年巴勒斯坦总理号召巴勒斯坦人抵制以色列的商品[68]。这种号召不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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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海关的经济管治手段，而是通过唤起民族主义情绪来改变消费选择。因此可以视为地
域文化增加了以色列商品进入巴勒斯坦地区的成本。如果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别看做
CP模型中的 i和 j两地点，那么现实的情况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地点接受以色列的产品，因
此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商品的抵制并未本质上削弱以色列制造业集聚。此外，还有基于环
境保护理念的对进口商品的进行抵制，如瑞典一家牛仔服装公司在网站上发布其服装各
个生产环节的产地主要在欧洲，并不像有些牛仔服装是以破坏发展中国家环境为代价进
行生产的[69]。还有学者将环保组织的力量放入到全球供应链（SCs）的分析框架中，从而
体现地域文化对贸易的作用[70]。当然世界上逆全球化贸易的案例多数还是基于国家的经
济目的。

一些研究案例将文化与CP模型中τ联系在一起，如Breinlich等在解释欧盟人均收入
水平呈现的核心—外围梯度模式时，将模型中的τij定义为贸易双方之间的距离、是否跨
越国界、是否具有共同语言等变量，并将之设计为一个函数[71]。谭策天等将中国户籍制
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转化了CP模型中的τ，从而推演出中国城市体系的变化过程[72]。
Yang等研究了重庆成为直辖市后，新的边界影响了CP模型中τ，从而改变了边界两侧县
域单元的要素流动方向和流动强度[73]。

4 文化地理学参与对CP模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4.1 对非均衡发展的批判
CP模型是解释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对于生产方而言，“核心”形成的逻辑是利润最

大化[74]，因此地域文化解释模型参数的逻辑是通过减少成本和增加销售额，使得销售利
润最大化。关于区域不平衡发展，有一种经济学的分析逻辑是资本积累具有局限性[75]，随
着资本积累的扩大，“核心”地区工资不断上涨、地租提高，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在加
速一部分资本周转的同时，也会拖慢整个地区的资本周转速度，从而引起利润率下降，
这时资本就从旧的中心流向新的中心，从而形成新的地区不平衡发展。无论“核心”如
何迁移，区域不平衡是永存的。还有一种经济学分析逻辑是不平等交换理论，外围地区
由于资本匮乏、工资较低，因此外围地区产品的生产价格会低于价值，产生价值转出。
相反，核心地区商品售价高于价值，产生价值转入[76-78]。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人
们，当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后，资本积累的循环就不可能持续，从而发生经济危机[79]。如有
学者发现，即便是劳动力向城市集聚，但向城市集聚的表象背后是被资本剥削的事实[80-81]。
在作为“核心”的城市里，虽然劳动力的名义工资高于外围地区，但是由于资本家的剥
削，资本家由于劳动力集聚获得超额的剩余价值，被核心区工资吸引的外围劳动力的实
际工资低于本地劳动力，甚至可能拉低本地工人的工资水平[82-83]。

新的地域消费文化，可以改变要素流向。如有学者做了一个名为“德国时尚革命”
的实验，通过设计一个T恤自动售货机，该售货机具有一项新的支付功能，即当购买人
看到所购买的T恤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血汗工厂，就可以选择多付 2欧元或直接向生产
者捐款[84]，这样或许可以减少核心区域对外围区域的剥削。虽然资本主义的表现已经改
变为多种样貌，但是这些表现形式的效果是抑制和阻碍非资本主义的积极性[85]。如何鼓
励那些可能对非资本主义经济项目感兴趣的人更积极地参与新的经济形势的出现是文化
地理学需要努力的方向。有学者看到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积极号召立足于地方文化特
色，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地理学[86]，若加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可站在全球视角上审
视中国文化空间的变化。笔者团队曾经研究过的地方产品营销[87]、地方旅游资源营销[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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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没有回答这些地方实践是否可以成为阻止区域非均衡发展的一种努力，即便是它

们依然离不开全球市场。与此同时，还看到有学者采纳Gramsci的观点，呼吁劳动阶级

对剥削阶级文化霸权的警醒[90]。

4.2 对拜物教的批判

CP模型解释了生产要素和商品流动的普遍性。但是这种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观是拜物

教的。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解说为物与物的关系。马

克思将之称之为商品拜物教[91]。当人们不能看透物与物关系后面的社会关系，就必然把

商品关系神秘化，从而产生商品拜物教。衍生的还有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马克思

举雅典富豪泰门的例子，批判人们谄媚富有的泰门，抛弃破产的泰门的现象[92]。在这个

例子中，泰门退隐山林，发现金窖后，才意识到在城市中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的本质。

CP模型中参数ρ体现的是人们普遍的消费价值观，即偏爱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如伦敦

城市中心就是英国最为热闹的夜生活中心[93]。在光怪陆离的高端消费场所中，人们享受

到了多样化消费带来的“福利”或效用，但是否有人意识到这种消费隐含着发达地区对

不发达地区的剥削？

一个地域提倡新的消费文化，会使人们的消费不完全按照拜物教的模式进行，或进

一步强化拜物教。反拜物教的例子如美国纽约的麦当劳快餐店，当面对美国肥胖儿童团

体的起诉，便在菜单上取消了大号薯条、大号汉堡包的选项，并在食品包装上鼓励人们

积极参加运动[94]。这样的营销新文化使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物品买卖关系，还有

一份卖方对买方健康的关心。这种新型的营销文化虽然压低了销售企业利润，使得“核

心”地区的利润积累速度变慢[95-96]，但与此同时，美国一些麦当劳店还开发了店内儿童活

动区，提供了多样化的服务。这种地域文化变化的结果加强了核心区域的宜居性。地域

文化的发展方向不是反对“核心”或城市的形成，也不是造成人性异化，而是让“核

心”或城市更宜居。区域文化发展趋势强化拜物教的例子如英格兰海滩，德国的英国文

化研究学者Tönnies通过分析英国摄影大师帕尔的照片，展示了英格兰海滩文化多样性的

趋势[97]。这个案例研究虽然没有提到CP模型，但是CP模型的使用者可以采用其地区文

化发展趋势的研究成果。英格兰人历史上将海滩作为与外族文化区之间的边界，但是在

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个海滩地带发展为休闲旅游消费地，因此其文化变化趋势必然是多

元化的，这里不再是英格兰文化区的边界。放在CP模型中考虑，海滩消费文化多样化，

就是使参数ρ增加。英国学者提出的文化政治经济学方法（CPE），解释了这种现象，即

人们的符号学实践不断再造社会群体关系，最后增强原来的文化符号[98]，在此案例中就

是拜物的文化符号胜过了族群文化符号。本文虽仅列举了一些个例，意在说明地域文化

变化的大趋势，从而成为一个函数，并融入到CP模型参数中，进而使CP模型的解释维

度更为丰富。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以CP模型为出发点，分析了地域文化如何与CP模型结合，并从政治经济学的

角度，讨论了地域文化研究与CP模型结合的研究盲区。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1）经济地理学模型需要地域文化参数的介入，从而更好地刻画和预测经济的空间

特征和发展走向。按照Krugman的说法，地域文化可以影响CP模型中的τ，而本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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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还可以影响CP模型中的σ和μ。文化地理学者只有开展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才

能将地域文化转变为CP模型中的参数，从而理解文化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2）虽然没有对CP模型做革命性改变，但是本文提出两个新的文化地理分析方法：

① 根据CP模型定义的(i, j)地点，提出了适用于CP模型的地域文化单元，当常规研究的
地域文化单元与之不一致时，需要做空间单元调整；② 在无法将地域文化定量为绝对值
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区域比较的相对值来定量化，从而支撑聚集趋势分析，但不能
支撑集聚准确强度分析。

（3）地域文化研究与CP模型的关联并不能揭示区域不均衡发展的本质，亦不能唤起
人们对文化霸权、拜物教、异化的警觉。文化地理学在与经济地理结合的同时，还有自
己独立的学术目标，即发掘地域文化中那些可以推动社会制度变革、生产和消费改变的
内容，目的是将地球上的每个地方引向公正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本文将文化参数与CP模型的原有参数融合，并未推翻该模型的3个假设，因此无论
带入什么类型文化数据，都不能改变CP模型原有的分析逻辑。本文试图帮助人们建立这
样一个简化的空间因果推理——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一个地点的文化包容度强，
则它的空间集聚能力就越强。现实中无法找到其他条件都一致的两个或多个城市做实证
分析，甚至也不能以一个城市在两个时期内的状况做对比分析，但是笔者尝试找到一个
城市文化产业政策改变，传递性地提高该城市包容度，增加了多样性（ρ），进而增强城
市产业集聚力的例子。苏州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文化底蕴和文化资源的城市，政府积极扶
持发展文化产业。自中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在2009年出台
后，苏州也出台了《关于加快苏州市文化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和《苏州市姑
苏文化产业人才计划实施细则（试行）》等条例[99]。在政策出台后的几年内，苏州文化
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5%[100]，至2021年年初，苏州拥有规模以上文化企业1050多家，中
国苏州创博会累计促成交易总额近 400亿元[101]。虽然影响苏州文化产业的因素有许多，
但是政策的正向加强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5.2 讨论

将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结合还是一个不成熟的研究领域，本
文只是一个粗浅的探索。有西方学者将经济学分为两类，一种是物化的、拜物教的硬的
经济学；另一种是将社会文化转化为经济参数的软的经济社会学。而对于后者，本文的
讨论还不够。也有学者认为，更多地建构与解构经济地理学的模型，更多地与“另类经
济学”（Alternative Economics）结盟，会加剧经济地理学的危机[102]。在经历了文化转向
之后，经济地理学开始运用网络和关系的方法、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政治经济学
的观点[103]。因为本文集中讨论地域文化如何成为CP模型的参数，也没有将重点放在政治
经济学分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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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期 周尚意 等：对地域文化与核心—外围模型参数结合的探索

Exploration on the combin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core-periphery model's parameters

ZHOU Shangyi, HONG Ruizhe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Many scholars have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studies and

economics or economic geography, bu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in- depth discussion on how

regional culture affects spatial agglomeration. To further expla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this article chooses Krugman's core- periphery model, uses model logic

deduction, assists in documentary evidence, to discuss how regional culture can be combined

with this model's parameters. This article obtains two conclusions: First, regional culture can

affect not only τ in the CP model, but also ρ and μ. Only when cultural geographers carry out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regional culture, can they transform regional culture into parameters in

the CP model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regional culture on regional economy.

Second,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place i and j in the CP model, we define the unit of

regional culture which will be suitable for the analysis by CP model. In the case that the

regional culture cannot be quantified as an absolute value, relative values can be considered to

quantify, so as to support the analysis of agglomeration trend, but cannot support to tell an

accurate strength of agglomeration. Thi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cultural research

and the CP model cannot reveal the nature of uneven development. This combination cannot

arouse people's vigilance against cultural hegemony, fetishism, and alienation. Therefore,

cultural geography has its own independent academic goals while it is integrating with

economic geography.

Keywords: core-periphery model; regional culture; cultural geography; spatial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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